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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帮助无法退回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使其逐步适应城市规则并成为城市市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大众传媒作为个体介入社会过程的一个重要工具，其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所产生的影响有待挖掘。本文从社会距离的视角切入，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考察了媒介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研究发现，报纸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心理距离有显著影响，报纸阅读时间愈长者，愈与市民有较大的心理距离；而新媒体的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的行为距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愈是偏好网上的新闻资讯类内容，愈与市民有较小的行为距离。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为进一步研究大众传媒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价值与作为提供启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中城乡之间频繁的人口流动，被学者们称为农村社会的“三大重要变化”之一
。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成为城市新移民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各地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新移民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大，如北京的新移民占常住人口的1/3之多，上海的新移民数量接近常住人口的40%；见证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深圳市，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常住人口中新移民占到95%。作为城市新移民的主要构成部分，仍拥有农村户籍的农民工，能否最终融入城市生活，并在城市中确立合法的社会地位，成为一个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议题
。
在关涉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尤为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如果说由于制度的障碍，第一代农民工难以留在城市，他们还可以返回农村，重新回归农民身份的话，新生代农民工则面临着较为艰难的选择。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第一代农民工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和成长经历，在他们身上，除了户籍在农村外，已经没有多少农民的影子；他们没有多少农业生产技能，更没有多少回到农村的愿望。当故乡日渐生分，而城市难以扎根时，新生代农民工就被制度无情地排斥为城市边缘人群。吸纳这些无法退回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使其逐步适应城市规则并成为城市市民，成为当前中国政府的工作议题之一。
一、文献综述

近几年来，相当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在城市以租房或购房的形式安家，但受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制约，他们的真正身份仍是“农民”，并未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至多只能算是“半城市化”。“农村流动人口不论在劳动技能及相关的收入上，还是在生活方式和习惯上，都不能马上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相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半城市化’几乎是普遍的现象”
。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两个视角切入：一是考察其市民化程度，看其市民化“达到什么水平”；二是考察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看其与城市市民“还有多大差距”
。作为衡量族群关系亲近或疏远程度的重要指标
，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为研究者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及其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研究视角。“社会距离”这一概念被认为最早由加布里尔•塔德（Gabrel Tarde）在《模仿的规律》（Law of Imitation）一书中提出。塔德认为社会距离存在于阶级之间，是阶级之间关系亲密程度的反映，并认为阶级差别就是阶级距离，阶级之间可以通过相互“模仿”来消弭彼此的差异，拉近距离。关于社会距离产生的根源，诸多研究者认为，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差异、社会文化环境等是族群与族群之间产生社会距离的原因



。在社会距离的实证测量上，早期的研究者赋予社会距离以主观性，认为这一概念“描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由于这种状态使得我们自觉地意识到自身与我们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群体之间的区别与隔离”，所以多以主观的“心理距离”替代“社会距离”，这种测量范式影响深远。近些年来，随着社会距离理论应用的深入，有研究者提出对社会距离的测量，不仅应考虑两个异质群体之间的心理距离（如一方对另一方的评价或看法），亦应考虑两个群体之间的交往行为，如是否建立有朋友关系、遇到困难时一方是否为另一方提供物质援助等
。本研究认同后一种测量范式，认为两个异质性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不仅包括心理上的距离，亦包括行为上的距离。
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他们在心理或行为上对城市居民的亲疏感？即他们所意识到的自己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许传新、许若兰对成都青年农民工的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状况、在城市的社区参与状况、以及他们所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均对他们认为自己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有显著影响⑪。王桂新、武俊奎对上海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社会网络中有本地居民的农民工，表现出更强烈的与本地居民交友的意愿。据此，研究者指出，社交网络的异质性，有利于消除群体之间的偏见并改变农民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进而帮助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入⑫。
不可否认，在当前学术界，作为与推进城市化进程、建设和谐社会这样宏大历史使命密切相关的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但已有的研究多从政治/社会排斥、社会/文化认同、社区/社会融合等角度切入，而忽略了大众传媒的力量与价值。在当今信息时代，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与信息、了解周围世界、学习社会规范、实现社会融入的一个重要工具，媒介接触与媒介使用被认为是个体介入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的重要行为⑬。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备较高的教育程度和较强的识字能力，他们渴望通过媒介了解社会与身边世界，对媒介的使用与关注远远超过父辈。鉴于此，本文认为，考察大众传媒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价值与作为，是一个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课题。

鉴于此，本研究拟从社会距离的视角切入，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与心理状况、社会活动状况、传统媒介（报纸、广播、电视）使用、新媒体（电脑上网、手机上网）使用的考察，揭示上述诸因素对其城市适应及其与市民的社会距离的影响，为进一步研究大众传媒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价值与作为提供启发。
二、研究设计

（一）抽样及调查实施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采集数据，具体调查地点选择在郑州市城区。郑州作为中部省份中较为典型的省会城市，有“中国铁路心脏”和“中国交通十字路口”之称，近几年流动人口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频率上皆增长较快，成为中部城市中外来移民较多的城市之一。具体抽样方法为便利抽样。调查于2011年6月5日—15日进行，共发放问卷550份，回收有效问卷507份，有效回收率为92.2%。507位受访者分布于郑州市及周边的制造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受访者最小年龄16岁，最大年龄31岁，平均年龄23岁；平均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11年（高中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为1611元，在城市居住的平均时间为4年。受访对象的人口统计学指标，与2010年6月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较为一致。受访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受访对象的基本情况
	人口变项
	人数
	占样本的比例（%）

	性别（n=504）：

男

女
	264
240
	52.1
47.3

	婚姻状况（n=494）：

未婚
已婚
	365
125
	72.0
24.7

	从事职业（n=506）：

商业服务业

住宿餐饮业

批发零售业

建筑业

居民服务与城市管理

信息软件业

教育、文体、娱乐业
制造业
无固定职业
	116
109

82
51
40

27
26

20
35
	22.9

21.5
16.2
10.1
7.9
5.3
5.1
3.9
6.9

	每周工作时间（n=503）：

40小时以下

40至59小时

60至79小时

80小时以上
	46

183

180

94
	9.1

36.1

35.5

18.5

	住宿情况（n=507）：

租房

单位宿舍或工作场地

已经在城市买房

住亲戚朋友家
	299

148

39
21
	59.0

29.2

7.7
4.1

	收入花费（n=505）：

基本生活支出

寄钱回家

娱乐消遣

教育学习
	363

63

41

38
	71.6

12.4

8.1

7.5


由表1可以看出，受访者以男性、未婚者占多数，多分布在商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超过2/3（71.6%）的受访者每周工作时间超过法定的40小时。受访者中，半数以上（59.0%）住在出租房中，其次是住在单位宿舍或工作场地；高达71.5%的受访者表示所得收入主要用于基本生活支出，其次是将钱寄回去以补贴家用（12.4%）。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中涉及的控制变量有：（1）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务农经历、月收入。（2）城市生活和心理状况，包括：在城市居住时间、职业培训时间、每周工作时间、收入花费、闲暇活动安排、城市生活适应、相对剥夺感。（3）社会活动状况，包括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部分控制变量已经在表1中予以描述。其余控制变量的测量方法如下：
闲暇活动安排。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让受访者就以下6项活动的频度高低进行打分（1—从不，5—很频繁）：①干家务或睡觉；②上网（通过电脑或手机）；③逛街；④逛公园、去旅游景点；⑤锻炼身体，参加体育运动等；⑥读书、看报、看杂志。对6项活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旋转方法为方差最大法，以特征值大于1为提取标准），得到3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呆在家里”（①、②）、“外出逛街游玩”（③、④）和“学习和锻炼身体”（⑤、⑥）。3个因子共可解释68.63%的方差。
城市生活适应。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让受访者就以下7个方面的适应程度进行打分（1—完全不适应，5—完全适应）：①进门换拖鞋；②每天早晚刷牙；③讲究衣着，追求时尚（如讲究款式和品牌）；④讲普通话；⑤邻里关系比较淡漠；⑥谈恋爱的男女在公众场合比较亲热；⑦生活节奏快。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两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生活习惯适应”（①~④，α=0.729）、“生活观念适应”（⑤~⑦，α=0.632）。2个因子共可解释57.20%的总方差。
相对剥夺感。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让受访者就自己与城市居民5个方面的差异程度进行打分（1—完全没有差异，5—差异非常大）：①户口或房子；②稳定的工作和收入；③社会关系和地位；④文化程度；⑤生活方式。因子分析显示5个题项只有一个公共因子存在，可解释共54.87%的总方差。5个题项构成的量表信度α值为0.791。
人际交往。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让受访者就自己与以下4类群体的交往程度进行打分（1—从不，5—很频繁）：①城市居民；②工作上有联系的人；③同学或朋友；④亲戚或同乡。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两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新社会关系”（①、②，α=0.532）、“旧社会关系”（③、④，α=0.569）。2个因子共可解释70.12%的方差。

社会参与。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让受访者就自己对以下5类活动的参与程度进行打分（1—从不，5—很频繁）：①政府的活动，如免费培训、专场招聘会等；②媒体的活动，如参与节目、热线电话、读者见面会等；③社区的活动；④单位的活动；⑤同乡的活动。因子分析显示5个题项只有一个公共因子存在，可解释共53.45%的总方差。5个题项构成的量表信度α值为0.771。
本研究中涉及的自变量有：（1）传统媒体的使用，包括每周读报纸时间、看电视时间、听广播时间，以及报纸内容偏好、电视内容偏好，广播内容偏好。（2）新媒体的使用，包括每周上网时间（通过电脑或手机）、网络内容偏好。
自变量中，有关媒体使用时间的测量，采用单一题项，在问卷上询问受访者每周使用某一类别媒介的频次，以及每次使用时长，两者相乘即得受访者对某一类别媒介的每周使用时间。媒介内容偏好的测量方法如下：

传统媒体内容偏好。让受访者回答在使用报纸、电视、广播时，花时间最多的可能是在：(1)新闻报道；(2)经济信息、实用知识、资讯、天文地理；（3）电视剧、综艺节目、娱乐内容、情感故事，共3个选项。三类媒介内容，赋值分别为1、2、3，即偏好的内容愈接近新闻，得分低；愈接近娱乐，得分愈高。
新媒体内容偏好。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让受访者就以下网上活动的喜好程度进行打分（1—很不喜欢，5—非常喜欢）：①浏览网络新闻；②获取与工作、生活有关的信息；③查阅、下载资料；④通过QQ、MSN等和朋友聊天；⑤在线听歌，如QQ音乐、酷我音乐盒等；⑥在线看电影、电视剧或其他网视频，如优酷、土豆等；⑦玩网络游戏，如农场种菜、斗地主、魔兽、征途等；⑧网上购物，如淘宝网、阿里巴巴等；⑨网上支付，如支付宝、网上银行等。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3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新闻资讯偏好”（①~③，α=0.686）、“互动娱乐偏好”（④~⑦，α=0.689），“电子商务偏好”（⑧~⑨，α=0.897）。3个因子共可解释65.64%的总方差。
社会距离。本研究将社会距离分成两个层面来测量：行为距离（客观距离）和心理距离（主观距离）。借鉴卢国显等人的测量方法，本研究构建了如下由8个题项构成的社会距离量表：①我能够较流利地使用普通话；②我与当地市民一起参加过娱乐活动；③我的朋友之中有当地市民；④我去过当地市民家中做客；⑤日常生活中，我有将心里话告诉当地市民的经历；⑥我能够与当地市民相互理解；⑦我喜欢当地市民；⑧我愿意与当地市民交往。采用五级测量，让受访者对以上说法的同意程度进行打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反向计分后，得分愈高表明社会距离愈大。经过因子分析，提取两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行为距离”（①~④，α=0.740）、“心理距离”（⑤~⑧，α=0.773）。2个因子共可解释59.35%的总方差。
三、研究发现
（一）新生代农民工媒介使用的基本样态
调查表明，在媒介类别上，新生代农民工最为偏爱网络（电脑上网）（38.7%），其次是手机上网/手机报（30.8%），接着是电视（23.5%）、报纸（4.9%）和广播（0.4%）。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对新媒体的兴趣远远超过传统媒体。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使用频次、时长及内容偏好如表2所示。
表2  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使用频次、时长及内容偏好

	媒介
	每周使用频次
	每周使用
时间/分钟
	内容偏好

	报纸
	2
	82
	1.73（.848）

	电视
	4
	244
	2.48（.810）

	广播
	1
	26
	2.16（.904）

	电脑

上网
	5
	700
	新闻资讯偏好：

3.337（.745）

互动娱乐偏好：

3.600（.763）

电子商务偏好：

2.686（1.009）

	手机

上网
	8
	556
	


说明：传统媒体内容偏好的赋值为：1—新闻报道；2—经济信息、实用知识、资讯、天文地理；3—电视剧、综艺节目、娱乐内容、情感故事。测量新媒体的内容偏好时，采用的是李克特五级量表，由1至5分别代表很不喜欢、不喜欢、有一些、喜欢、非常喜欢。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由表2可见，无论是在使用时长还是在使用频次上，新生代农民工对新媒体的使用程度都远远超过对传统媒体的使用程度。在传统媒体内容偏好上，新生代农民工将报纸作为获取新闻的工具，将电视与广播作为获取实用资讯和情感娱乐的工具。在新媒体的内容偏好上，新生代农民工最为偏好“互动娱乐”，其次是“新闻资讯”，两类偏好的得分均超过了均值3，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通过新媒体进行人际互动和娱乐消遣，其次是获取新闻资讯。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
本研究中，以社会距离作为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主要指标，除此之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社会参与和城市生活适应情况作为辅助指标加以考察。以上指标的基本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
	社会距离
	城市生活适应
	人际交往
	社会参与
	相对剥夺感

	行为距离
	心理距离
	生活习惯适应
	生活观念适应
	新关交往系
	旧关系交往
	
	

	2.654

(.694)
	2.877

(.625)
	3.665

(.709)
	3.145

(.686)
	3.077

(.702)
	3.295

(.741)
	2.058

(.688)
	3.470

(.673)


说明：以上指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得分愈高表明该指标程度愈高。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由表3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心理距离和行为距离均不算高，相比而言，心理距离略高于行为距离。另外，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生活习惯上，还是在生活观念上，对城市生活均有了较多的适应，亦拥有较多的人际交往。但比较而言，他们与旧有关系（老同学/朋友、亲戚/同乡）的交往多于与新关系（城市居民、工作上有联系的人）的交往。从表3还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参与（如参与政府的职业培训、社区活动、媒体活动等）程度并不高，这可能既与他们自身的参与意愿有关，亦与政府或社区、媒体是否为他们提供了参与机会有关。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不算高，而且他们对城市生活亦有较多的适应、以及较多的人际交往，但他们还是认为自己与城市居民有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体现在相对剥夺感的存在上。
（三）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揭示媒介使用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社会距离的影响，以社会距离为因变量，以媒介使用（包括传统媒介的使用和新媒体的使用）为自变量，以人口统计学变量、城市生活与心理状况、社会活动状况为控制变量进行多阶层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预测社会距离的多阶层回归分析

	预 测 变 量
	标准化Beta值

	
	心理距离
	行为距离

	第一阶层（人口变项）
	
	

	性别（女=0）：
	-.052
	.060

	教育程度
	.049
	.008

	婚姻状况（离异/丧偶=0）：

未婚

已婚
	.537

.561
	.455

.434

	务农经历
(没有=5,很丰富=1)
	-.040
	-.049

	月收入
	-.065
	.031

	R2%
	2.2
	4.6

	调整后的R2%
	0.8
	3.2

	调整后R2%的增量
	2.2
	4.6

	第二阶层
（城市生活与心理状况）
	
	

	进城时间
	-.086
	-.007

	职业培训时间
	.058
	.039

	每周工作时间
	.072
	-.075

	闲暇活动：

呆在家里（干家务、上网等）
外出逛街/公园

学习与锻炼身体
	.103
-.048

-.015
	.044

-.080

.068

	收入花费（教育学习=0）：

寄钱回家

用于基本生活支出

用于娱乐消遣
	.056

-.002

.096
	.058

-.035

.007

	城市生活适应：

生活习惯适应

生活观念适应
	-.184**

-.020
	-.150**

-.188***

	相对剥夺感
	-.112**
	.032

	R2%

调整后的R2%

调整后R2%的增量
	11.3

7.1

9.0
	20.4

16.6

15.8

	第三阶层（社会活动）
	
	

	人际交往：

新关系交往
旧关系交往
	-.135**

.066
	-.098**

-.088

	社会参与
	-.120**
	-.117**

	R2%

调整后的R2%

调整后R2%的增量
	13.8

9.1

2.6
	24.8

20.7

4.4

	第四阶层
（传统媒介的使用）
	
	

	每周看电视时间
	-.081
	-.070

	每周读报纸时间
	.263***
	-.060

	每周听广播时间
	.000
	-.070

	电视内容偏好
	.107
	-.018

	报纸内容偏好
	.015
	.026

	广播内容偏好
	.041
	-.003

	R2%
	20.0
	26.2

	调整后的R2%
	14.2
	20.9

	调整后R2%的增量
	6.1
	1.4

	第五阶层
（网络媒体的使用）
	
	

	每周电脑上网时间
	.009
	.031

	每周手机上网时间
	-.105
	-.069

	新闻资讯偏好
	.007
	-.201***

	互动娱乐偏好
	-.050
	-.029

	电子商务偏好
	-.036
	-.016

	R2%
	21.3
	29.8

	调整后的R2%
	14.5
	23.7

	调整后R2%的增量
	1.3
	3.6


**p<0.05,***p<0.001
由表4可以看出，共有5个变量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心理距离，按影响力大小计，这5个变量分别为：每周读报纸时间（β=.263，p<.001）、生活习惯适应（（β=-.184，p<.05）、新关系交往（β=-.135，p<.05）、社会参与（β=-.120，p<.05）、相对剥夺感（β=-.112，p<.05）。具体而言，在阅读报纸上花费较多时间、对城市生活习惯较不适应、与在城市建立的新关系交往较少、参与社会活动较少、相对剥夺感较小者，其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心理较大。这5个自变量共可解释14.5%的总方差。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行为距离的变量亦有5个，按影响力大小计，这5个变量分别为：网络新闻资讯偏好（β=-.201，p<.001）、生活观念适应（（β=-.188，p<.001）、生活习惯适应（β=-.150，p<.05）、社会参与（β=-.112，p<.05）、新关系交往（β=-.098，p<.05）。具体而言，偏好网上的新闻资讯类内容、对城市生活习惯和生活观念均较适应、参与社会活动较多、与在城市建立的新关系交往较多者，其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行为距离较小。这5个自变量共可解释23.7%的总方差。
表4数据表明，城市生活习惯适应、与城市新关系的交往以及社会参与3个变量可同时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心理距离和行为距离；传统媒介报纸的使用可显著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心理距离，新媒体的使用可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行为距离。研究证实了媒介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有显著影响。至于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为何，下文将予以讨论。
四、讨论与结论
早在上世纪的2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代表学者帕克等人就注意到了报纸的社会整合作用，通过研究揭示了报纸阅读在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与社会认同中的作用⑭。接下来的研究者，不同程度地证明了媒介使用对人们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融入的影响⑮⑯⑰。生活在媒介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已经在城市获得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并且具有长期定居城市的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心理/文化层面上是否已经融入城市？抑或仍以“他者”的身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大众传播媒介是否/怎样对他们的城市融入产生影响？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从表征两异质群体之间关系与情感亲密程度的社会距离切入，运用实证的问卷调查法，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并通过多阶层回归分析，探讨了媒介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
（一）媒介使用对社会距离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报纸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心理距离有显著影响，报纸阅读时间愈长者，愈与市民有较大的心理距离。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现代都市报纸多以城市居民的生活和需求为中心，无论报道议题为何，皆与城市居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而较少关注社会底层群体的喜怒哀乐；即使对底层群体有所关注，多是站在俯视的视角，对底层群体进行扭曲再现。如张鹏选取《人民日报》、《农民日报》、《新民晚报》、《扬子晚报》、《羊城晚报》5家媒体2005年1月—12月全年关于农民工报道进行分析，发现《人民日报》、《农民日报》分别从政府、农民工立场建构了农民工的“沐恩（蒙受恩惠）者”、成功者的形象；《新民晚报》、《扬子晚报》、《羊城晚报》三报站在市民立场，对农民工进行了扭曲再现，农民工成了出尽洋相的小丑，地位低下的倒霉蛋，为非作歹的恶棍。由此作者指出，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仍旧在支配着媒介的话语实践⑱。近几年来，受职业规范的教育，报纸媒体的受众平等意识有所改进，但在新闻报道中对底层民众进行刻板再现仍是一些地方报纸一贯的做法。如笔者对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和都市报《大河报》2006—2010年共5年农民工报道的内容分析表明，作为党报的《河南日报》，高达66.9%的新闻报道将农民工塑造成被关爱、被同情的“沐恩者”，即便是以报道社会新闻为主的《大河报》，农民工被塑造成“沐恩者”的比例也较高（39.4%）。对于受过一定教育、权利意识已经觉醒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样的新闻报道，非但不能让他们更好地认识城市、尽快融入城市社会，反而会强化他们被歧视、被遗忘的“边缘人”心理，进而对城市及城市居民产生更大的心理距离。

研究同时发现，新媒体的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行为距离有显著影响，愈是偏好网上的新闻资讯类内容，愈与市民有较多的交往或往来，即较小的行为距离。在当代中国，传统媒体为民众提供社会参与和话语表达的渠道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互联网作为一种开放的、相对自由的、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工具，为底层民众进行社会参与和话语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据此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对民主政治具有催化作用⑲。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网络不仅是获取信息、了解世界的窗口，更是一种介入公共事务、进行权利表达的工具，如通过论坛、BBS、微博等发表对新闻事件的看法或反映问题等。网上的新闻资讯类内容，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公共事务提供相关信息与指导；对新闻资讯类信息的关注，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培养和公共参与能力的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对网络的工具性使用（以获取实用的知识或资讯为目的的使用）而非情感性使用（以打发时间或获得娱乐为目的的使用），将激发他们作为公民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使他们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心态与城市居民进行交往和往来。由此观之，新媒体的使用，特别是对网上新闻资讯类内容的偏好，将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缩短他们对城市居民的行为距离。
（二）制度因素在缩短社会距离中关键作用

尽管本研究揭示了媒介使用因素对社会距离的影响，但与城市生活状况和社会活动因素相比，媒介使用对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社会距离的解释力让位于后者(见表4)。由此证明，制度因素对缩小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社会距离、帮助他们实现城市融入的重要性。当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法定时间、与工友合住在拥挤不堪的出租房或工棚中、几乎所有的收入都用于基本生活支出、工伤或生病后无法享受“社保”或“医保”时，缩小社会距离、融入城市社会对于他们来说就成为奢谈。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上，媒介并不能够起主导作用，制度因素才是根本和关键；媒介的作用，是使这一过程更为平滑和顺畅，而且这一作用的发挥，是以制度相对完备并能够良性运转为前提。
在制度革新上，首先应取消户籍限制，实现城乡居民身份平等化。在当代中国，户籍制度不仅是身份识别的标识，更是再分配体制的象征。新生代农民工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在就业、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同等的权利，根本原因就是户籍制度的制约，这也是导致他们产生“边缘人”心态的主要根源。其次，建立同时面向市民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组织。由于缺少社会组织和社会网络的依托，新生代农民工在繁华都市处于孤立无助的“原子化”生存状态，被隔绝在远离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的另一个世界。建立同时面向市民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组织，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既有社区服务体系，并为他们提供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机会和条件，鼓励他们与市民之间进行平等交流和沟通。
总之，消弭制度上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并努力创造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管理、与市民进行平等交流的机会和条件，方能弥合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在心理和行为上的“断裂”，方能使新生代农民工将城市视为心灵的家园，而非匆匆路过的人生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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